
民国时期的文坛是非常繁荣的，非常有趣的
是，民国时期活跃在文坛上的文人在创作时喜欢
用笔名，当时文人的笔名也成了一道争奇斗艳的
风景，风姿各异。

民国时期的作家巴人在他的《巴人的笔名》一文
中，写到了他曾用过女性化的笔名，如“碧珊”“碧珊
女士”等。这种男作家以女性化的名字作为自己笔
名的事，在民国时期的文坛上是屡见不鲜的，后来却
似乎就不常见到了。

一个人的本名往往是父母给起的，是否具有异
性色彩，父母的想法往往起决定因素。所以，一个男
性文人的本名如果像女子，那是没办法的事情。民
国时期进行过文学创作的贾植芳是一个男子，他的
名字听上去很像女人的名字，但那是父母给起的，当
然要用它。不过，贾植芳写小说、写评论的时候，却
给自己起了鲁索、冷魂、杨力、张四这一类极其男性
化的笔名，很是有趣。

其实，民国时期的文人中用过女性化笔名的
有很多。郭沫若用过“安娜”这个女性化十足的
笔名，茅盾用过“四珍”“冬芬”这种既女性化十
足，又中国味十足的笔名。不过，民国时期的一
些男性文人更是有个性，他们不仅给自己取了女
性化十足的笔名，而且还在这种笔名后面又加上
了“女士”二字，这让人看上去无论如何也不能说

它是男性的名字了。
民国时期的男性文人似乎在当时有着逗你

玩的高昂兴致，他们就是兴高采烈地给自己的女
性化笔名后面加上“女士”二字，很是奇特。

茅盾有一个笔名叫“冯虚女士”，刘半农有一个笔
名叫“范奴冬女士”，周作人有笔名叫“萍云女士”“碧罗
女士”，赵景深有笔名叫“露明女士”“爱丝女士”，孙席
珍有一个笔名叫“织云女士”。最有趣的是柳亚子这
位老诗人，他居然也有一个笔名叫“松陵女士”。

而有的民国的女性文人大概看不惯当时一
些男性文人用女性化十足的笔名的现象，于是，
一些真正的女性文人就给自己取了男性化十足
的笔名，比如女作家冰心，她可能是有感于此，就
以“男士”为笔名来写文章，真是个性十足。

要说起来，民国时期的男性文人用女性化的
笔名，大概是各有其因的，是很难一一说清的。

不过，巴金用“欧阳镜蓉”这个女性化十足的笔
名，则是为了和当时的国民党白色恐怖进行斗争，
不得已而为之。

1934 年初，巴金刚写完小说《爱情三部曲》
之三的《电》，但是，《电》在上海准备出版时，排好
了两章，却被当时上海国民党当局的文化主管部
门禁止出版。巴金便拿着《电》的稿子到了北京，
在他自己编的杂志《文学季刊》上发表。发表这

部小说的时候，小说的名字改为了《龙眼花开的
时候》，作者巴金的笔名改成了“欧阳镜蓉”。小
说的名字和作者的笔名经过这样的改动，才通过
了当时国民党当局的文化主管部门的检查，使得

《电》终于发表、与读者见面了。
▋据《人民政协报》

争奇斗艳的民国文人笔名

况钟出身于明朝江西靖安的一个贫寒家庭。他自幼聪颖好学，
秉心方直，律己严明，习知礼仪，处事明敏。步入仕途后，因勤谨清
廉、博学干练，深得朝廷器重，生平获朝廷31次奖赐。

宣德五年（1430年），况钟受命前往当时“天下第一剧繁难治”之
府——苏州，担任知府。临行前，朝廷关照他：“千里之民，安危皆系
于尔，必使其衣食有资，礼义有教。”同时，还要求他注意体恤百姓之
疾苦，“均其徭役，兴利除弊，一顺民情”。由此可见，况钟是多受朝
廷倚重。

初到苏州，况钟清醒地认识到：“法不应则吏奸难除，而民终不
得蒙其利。”所以，他下车伊始，就着手解决吏治问题。据《明史·况
钟传》记载，况钟初到苏州府衙处理公务，衙门里的群吏环立堂上，请
知府大人下判牒，暗地里在察言观色，看新上任的知府如何行事。况
钟假装不明白，左右顾盼，四下询问，唯以衙吏的意见和主张而处置。衙
吏暗中大喜，私下里纷纷传言：“太守暗，易欺。”不料，三天过后，况钟把衙
吏召集起来，对他们严厉地说：“先前有某事应该办，你们却阻止我；某件
事不应该做，你们强逼我去做。你们这群人在衙门中摇摇笔杆子，动动
嘴皮子，徇私舞弊之风盛行已久。按律处置，罪当死。”说完，当场诛杀
几个贪虐不法之甚者，以儆效尤。其他人等，统统被训斥了一遍。一府
大震，自此之后，苏州府中所有的官员、衙吏皆奉公守法。

苏作工艺素来就名闻天下，所以，明代以来，皇家派遣太监到苏
州来采办各种织物、器物也就极为频繁，《明史·况钟传》中就有着明
确的记载说：“中使织造采办及购花木禽鸟者踵至。”那些打着皇家
旗号的太监，来到苏州“人人思饱囊橐而去”，耀武扬威，作威作福，
借机敛财，贪赃枉法，“郡佐以下，动遭笞缚”。面对来自宫中的这些
太监，况钟毫无惧色，和这种恶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上奏朝
廷，力陈此弊，最终使苏州地区太监扰民的现象基本平息。

况钟还多次向朝廷上疏，力争减省苏州的重赋。在他的不懈努
力下，朝廷多次赦免了苏州名目繁多的不合理赋税，最后，每年“减省
一百五六十万之数，俱为永制”，这些无疑大大地减轻了苏州百姓的
经济负担，也为苏州经济的再度繁荣兴盛创造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对于这位爱民如子的父母官，苏州人是心怀感恩的。况钟在苏
州时，曾因为丁忧而离开，“郡民诣阙乞留”。丁忧期满后，况钟复任
苏州。直到正统六年（1441年），况钟任苏州知府九年，秩满当迁，要
到京城述职，并接受吏部的考绩。在况钟离开苏州的时候，苏州百姓
恋恋不舍，郡民二万余人，纷纷上书，乞求让况钟留任苏州府。在此
情景之下，况钟写下“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棉”，以明心迹。

在京城考绩中，朝廷为表彰况钟的清正廉明，诏进授正三品俸
禄，并让他继续担任苏州知府。当况钟再次返回苏州时，苏州人
民喜悦无比，在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太守不回，我民不
宁。太守归来，我民忻哉。”

在夙兴夜寐的辛劳中，一代廉吏况钟于正统七年岁末（1443年

初）死于苏州知府任上。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清风两袖
不带寸棉

况钟：秉心方直，律己严明

王国维曾经称赞苏轼：“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
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子瞻
就是苏轼。这四位诗人之所以受到王国维的推崇，除了他们的诗歌
成就之外，还在于他们高尚的人格。

人生，必须要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苏轼在《赤壁赋》云：“天地
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不是我的，要分毫不取；就是我的，亦不可沉溺。苏轼《宝绘堂
记》提出了“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观点。“寓意
于物”指以物来寄寓自己的感情，从中获得审美的愉悦；“留意于
物”，指以物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从而实现占有的目的。君子可以欣
赏美好的事物，而不可以沉溺美好的事物。

此文还以苏轼的亲身经历来论证。他年轻时酷爱书画到什么
程度呢？家中收藏的，唯恐失去；别人拥有的，唯恐得不到。后来幡
然醒悟：“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岂不颠倒错缪失其
本心也哉？”从此之后就不再沉溺其中。

清廉之人，目中无钱。苏轼就是这样的人，“俸入所得，随手辄
尽”。苏轼在《东坡志林·梁上君子》里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小偷听
说，苏轼护卫魏王墓葬得到了一笔钱，便连续两夜光顾苏轼的家，可
是却什么也没有偷到。因为苏轼从不蓄钱财，所得到的数千缗赏
赐，早就散去了。元祐三年，李廌在苏轼知贡举的科考中落第，离开
京城之前，苏轼可怜他家境贫寒，将朝廷赐给他的天厩马赠与李廌。

苏轼主政地方，十分关注百姓民生。据《清波别志》载，苏轼知
杭州，曾拿出私帑金五十两，在城中开办“病坊”一所，名“安乐坊”，
聘请高僧名医为百姓治疗，三年治愈上千人。元祐初年，苏轼在京
城为官，一位朋友派人送来黄金五两、白银一百五十两，他辞谢不
受，在征得友人同意后，以友人的名义捐赠给杭州的安乐坊。

生活顺遂之时助人为乐并不难见，难能可贵的是在人生逆境之中还
能乐善好施。苏轼贬谪惠州，生活困顿，仍“率众为东西二桥，以济病涉
者”。为修东新桥、西新桥，苏轼捐赠了御赐的犀带，此外还动员弟媳妇
史氏把当年入宫得到的赏赐黄金数千捐赠出来。

苏轼用《周礼·天官·小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
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作《六事廉
为本赋》谈古今官场最关键的廉洁问题。所谓六事，即善良、能干、恭
敬、正直、守法、明察。这是官吏应具有的六项素质和应有的六项表
现。“廉”有考察之意，亦有清廉之意，苏轼认为清廉是六事的根本。

在个人的生活追求上，苏轼显得豁达大度。他在密州太守任上
写的《后杞菊赋并序》说：“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
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认为无论哪种情况，“卒同归于一朽。”
他贬谪黄州期间，穷日子到了精打细算，甚至抠门的地步，但他如此
解释说“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不但
不觉得丢人，而且好处多。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非吾之所有
一毫而莫取

苏东坡：清廉之人，目中无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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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作家巴金


